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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瓷文化圈:历史演化和理论反思

王洪伟

(河南大学美术学院,ｎｆｗｈｗ＠ １６３.ｃｏｍ)

摘　 要:“陶瓷文化圈”理论概念是近年来中国陶瓷史和陶瓷理论研究新成果。 钧瓷工艺兴起于

北宋末年,以中原地区的颍河、汝河流域为起点,形成钧瓷文化圈核心圈层;金元时期,因战乱、人口迁

徙等因素,钧瓷技艺从原产地向豫西、豫北和河北、山西、北京、内蒙古等地区窑场传播扩散,形成钧瓷

文化圈次生圈层;明清时期,随着钧瓷声名鹊起,南方闽浙赣粤陶瓷文化圈兴起仿钧之风,江苏宜兴宜

钧、景德镇铜红釉和仿钧,以及广东石湾窑的广钧,都是这股仿钧潮流下的新品种,形成钧瓷文化圈边

缘圈层。 钧瓷文化圈的历史演化是中原陶瓷文化圈历史演化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原陶瓷文化圈与闽

浙赣粤南方陶瓷文化圈南北两大陶瓷文化圈传播交流和互动的典范,探究钧瓷文化圈历史演化的逻

辑机制,可以进一步丰富完善陶瓷文化圈理论并提升其解释力。

关键词:钧瓷文化圈;钧窑系;陶瓷文化圈;圈层结构;中国陶瓷史和陶瓷理论

　 　 发起于宋金时期颍汝流域的钧瓷以“入窑

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工艺著称。 金元时期,

随着中原王朝与北方辽朝契丹、金朝女真、西夏

党项族及后来蒙古王朝的冲突、交流,钧瓷工艺

快速传播至河南全境、河北、山西、北京、内蒙古

等辖区,形成庞大的北方钧窑系或钧瓷文化圈。

明清时期,北方钧窑系实际上处于衰退态势,而

江苏宜兴宜钧,江西景德镇炉钧、钧红釉、窑变

釉,以及广东广钧等南方仿钧兴起,钧窑系远播

江南,形成以工艺技术尤其是釉质釉色为核心、

覆盖中国南北的钧瓷文化圈。

陶瓷文化圈理论或概念是近年来中国陶瓷史

和陶瓷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昭示着中国陶瓷史和

理论研究从“线性时间叙事”向“空间分析”的范

式转型[１]。 陶瓷文化圈理论将中国古代陶瓷空间

分布划分为中原陶瓷文化圈和闽浙赣粤陶瓷文化

圈,两者各有差异又有一定的同一性,共同构成古

代中国陶瓷业的基本时空格局,也一起构成古代

中国陶瓷工艺美学整体特质。 作为发源并成长于

中原地区的历史名瓷类别,钧瓷文化圈是中原陶

瓷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圈层结构的历

史演化对中原陶瓷文化圈的研究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探究钧瓷文化圈历史演化的路径及运行逻

辑机制,对于深化中国陶瓷理论研究也有着非同

寻常的方法论意义。 本文着重研究钧瓷文化圈的

历史演化路径及其基本特征,进而反思和提升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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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文化圈理论概念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１　 作为方法的“陶瓷文化圈”理论

陶瓷生产端赖于一定的空间,而且逐渐从对

自然资源空间的依赖转向对社会文化空间的倚

重。 时间线性的分期研究一直是中国陶瓷史研

究的重点,此一研究思路向以陶瓷器物为中心,

侧重研究陶瓷器物的造型、釉色、纹饰、性质、年

代及流通,对陶瓷器物的产地、窑口所属等器物

烧造的生产空间属性分析,往往附着于历时态的

陶瓷史分期及其阶段性特征的研究之下。 实际

上,陶瓷生产的空间结构、生产性质、材料供应、

生产人员构成以及生产模式等“空间属性”,对

于器物的工艺、美学风格有着极其重要甚至根本

性的影响;而且陶瓷生产空间的位移、生产空间

尺度的变化、工艺技术的空间移动和传播,也会

不可避免地影响着陶瓷器物的工艺技术和艺术

风格的变化[１]。 这是陶瓷文化圈理论衍生的历

史和实践基础。

陶瓷文化圈是笔者近年来关于中国陶瓷史

和陶瓷理论研究的新成果。 所谓陶瓷文化圈,意

指以陶瓷的胎釉料配比、窑炉结构、烧成制度为

核心的工艺技术为核心尺度,以陶瓷釉质釉色或

特殊纹饰、造型工艺以及工艺文化传统为标准,

剪裁或划分的核心圈层或中心圈层、次生圈层及

边缘圈层边界和空间范围的陶瓷文化圈层结构,

以此作为分析工具和分析模型,在更宏阔的时空

关系背景下还原古代中国窑业的发展面貌,具有

深刻的方法论意义[２]。

作为中国陶瓷史研究空间转向的新成果,陶

瓷文化圈理论为中国陶瓷史和陶瓷理论研究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框架。 按照陶瓷

文化圈理论,在中国古代陶瓷空间分布格局中,位

处中国腹地以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四省为核心

的中原地区是新石器时代以降最重要的陶瓷发源

地、原产地,名窑林立,并在唐宋时期基本形成以

环嵩山—太行山东麓、南麓窑场、窑群为中心的

“中原陶瓷文化圈”,并衍生出次生陶瓷文化圈和

边缘陶瓷文化圈;处于长江以南的浙闽赣粤及其

周边地区形成东亚大陆另一个庞大的陶瓷文化

圈,即“浙闽赣粤陶瓷文化圈”,也相应形成核心、

次生和边缘陶瓷文化圈层。 这两大南北分置的

“陶瓷文化圈”,均以历史名窑为中心,并通过陶

瓷匠师的移动、陶瓷贸易和陶瓷工艺美术风格的

互鉴互学、交流共融,共同构成了丰富而分异的古

代中国陶瓷业空间体系和分布格局。

中原陶瓷文化圈以河南中西部、晋南、冀南

环嵩—太行山东西两麓陶瓷核心圈层为中心,通

过工匠流动、陶瓷输出或其他形式的陶瓷工艺技

术交流,向外传播,形成次生和边缘陶瓷文化圈,

甚至与另外相异的陶瓷文化圈交集、互渗和融合

发展。 从工艺美学特征上,中原陶瓷文化圈与南

方的闽浙赣粤陶瓷文化圈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首先,中原陶瓷历史发展存在着从陶到瓷的

连续性,未曾出现线性时间上的断裂。

其次,就窑炉结构而言,历史上的中原陶瓷

主要是以适于还原火气氛的 １ 立方米馒头式小

窑炉为主,即使磁州窑、定窑风格的白瓷、白地黑

花、黑釉瓷、天目釉等烧制氧化气氛的窑炉结构,

最大也很少超过 ６ 立方米。

再次,从胎釉结构上所见,中原青瓷、黑釉瓷

等以灰胎为主,胎体因铁含量高,除了汝窑外,追

求厚釉工艺,流动性、乳浊性强,釉质层次感强;

白瓷则以化妆土掩盖胎体杂质,以求瓷器的白

度、亮度。 可能也由此孵育出中原青瓷独特的除

铁工艺或增铁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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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烧成工艺上看,中原古代陶瓷呈现一

种波动性的烧成曲线,还原性气氛与氧化气氛反

复叠变,以达成理想的釉质釉色;这样的烧成工艺

必然造成瓷器釉色烧成范围窄、成品难度大。 也

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到元明清以后,大窑氧化

火烧制的白地黑花磁州窑风格一家独大,中原青

瓷工艺逐渐衰败。 在古代中国陶瓷业空间分布演

化过程中,南北两大陶瓷文化圈互有交集、互相影

响,共塑中国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

陶瓷文化圈理论显示中国陶瓷史研究从时间

性探索到空间性研究的转型、融合,推动中国陶瓷

史研究空间转向,从多元向度和跨学科视角重构

中国陶瓷新体系,从而具有一种方法论意涵。

古代名窑钧窑原本是发起于豫西环嵩颍河、

汝河流域的青瓷,后以“钧州”命名,是中原陶瓷

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原陶瓷文化圈与

南方陶瓷文化圈交流共融的产物。 研究钧瓷文

化圈历史演化的发展路径,有助于从更精微的视

角洞察陶瓷文化圈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进而

完善陶瓷文化圈理论。

２　 钧瓷文化圈圈层结构的历史演化

钧瓷文化圈圈层结构的形成是渐进的。 随

着明清时期对宋金时期钧瓷历史的想象固化,北

宋末年是以禹州为中心的钧瓷文化圈核心圈层

形成的重要时期;金元时期,随着金朝和元朝对

淮河以北乃至全国的占领,钧瓷文化圈从禹州核

心区向环嵩地区以及太行山东西两麓带状传播,

一直延伸至关中、山西、河北、北京及内蒙古等广

大的北方地区;明清之后,随着对宋代名窑的推

崇,钧瓷工艺在南方陶瓷文化圈的江苏宜兴、江

西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窑产生巨大影响,形成覆盖

全国的钧瓷文化圈,甚至影响到日本、韩国等东

亚地区。

２.１　 钧瓷文化圈核心圈层的形成和演化

位处环嵩文化带的颍汝流域是钧瓷的创烧

产区,尤其是钧瓷创烧的核心地带———禹州不仅

是后世界定的钧瓷始烧地,也是“钧瓷”命名的

起源地,更是“官钧”烧造地,此为钧瓷文化圈核

心地带之核心。 进而言之,钧瓷文化圈核心圈层

涵括颍河上游登封窑的钧瓷历史烧造,并涉及密

县窑。 汝河流域的郏县、宝丰、汝州及鲁山等地

的钧瓷历史烧造路线,同样构成钧瓷文化圈的核

心部分。 其实,位处钧瓷文化圈核心圈层的禹州

地区,早期烧造钧瓷质地极佳的禹州的神垕西部

刘庄窑、下白峪窑和磨街东部尚沟窑等窑场的钧

瓷生产同属汝河流域,从一个侧面诠释了颍汝钧

瓷文化圈的一体化和同一性。

２.１.１　 颍河流域钧瓷文化圈的历史演化

颍河流域古代钧瓷烧造主要是禹州西北地

区古窑址群和原属洛阳、现属郑州的登封窑。

１)禹州地区的古代钧瓷生产时空格局

由历史文献和当代钧瓷烧造实践所见,河南

禹州是钧瓷的故乡或原产地。 但是至清末、民国

时期,中原地区的钧瓷烧造仅只萎缩到神垕镇辖

域,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钧瓷恢复和生产

也只是立足神垕几大公办瓷厂开展,以至于很长

时期学术界围绕神垕辖区寻觅古代“官钧”烧

造地①。

钧窑一向被视为北宋末年的官窑而备受尊

奉,但是“官钧”烧造地却一直未获发现。 中华

８４

山东陶瓷

①关于“官钧”的烧造年代,一说为北宋末年(近年来争议比较大),一说为明代永宣说,也有金代说,言
说不一。 近年来,“官钧”烧造于明代早期的说法盛行,但是实际烧造年代并无确切定论。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冯先

铭、叶喆民等古陶瓷专家曾经到神垕一带调研,

并无所获。 １９６４ 年,为编制«钧瓷史»所需,禹县

(１９８８ 年始改为“禹州市”)地方政府组织全县

范围古钧窑址大调查,不仅首度在禹州城区东北

八卦洞发现“官钧”烧造地,也对全境古钧窑遗

址进行了系统调查,从而对禹州辖区的古代钧瓷

生产面貌有了整体认知。 １９８０ 年冬季到 １９８２

年底,随着钧台窑钧官窑址发掘完成,为进一步

了解禹县古钧窑址的全貌、民窑与官窑的关系,

禹县地方政府两度组织专家对一些重点遗址进

行复查,并依据两次考察获得的实物材料,明晰

和区分了禹县县域古钧窑址的时代和分布区域。

按照调查结果,禹县全县共发现古窑址 １５６

处,其中能列出村名、方位者则为 １０２ 处。 古窑

址绝大部分分布在县西南、西部、西北部和北部

有森林、煤矿、瓷土的山区,地处颍汝两河及其支

流蓝河、涌泉河、白峪河、潘家河、肖河、磨河、谷

水河两岸,其中唐代 ４ 处、北宋早期 １５ 处、北宋

中晚期 ４０ 处、金元时期 ５８ 处共计 １１７ 处,其余

４０ 处因遗存较少、范围较小,未能确定年代;而

且,１１７ 处中由于未经发掘,可能年代上未必完

全准确。 总结认为,从已发现的古窑址看,禹县

钧瓷以神垕为中心,从神垕向全县发展,进而影

响黄河南北及我国南方的一些窑口。 当时的钧

瓷窑业基本是以家主体(户)为生产单位,主要

分布在山区,神垕镇处于全县窑址分布区的南

部,钧瓷生产上由南向北发展:时代上南早北晚,

规模上南大北小,质量上南优北劣,产品种类上

南繁北简;质量上神垕产品最精,钧台窑工艺为

诸窑之冠[３]。 随着时代发展,窑业生产逐渐由

南向北发展。 从实物标本所见,古代禹县钧瓷生

产一直延续到元代末期,甚至到明代末期依然还

有个别窑场在烧制[４]。 当然,如果按照后来窑

址考古发掘界定的钧瓷起源于北宋末年[５],这

些调查界定的早期钧瓷烧造年代显得有点过早。

结合禹县当地多次古窑址调查及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钧窑的中心窑场之一———河南

省禹州市神垕镇钧窑址考古发掘显示,禹州古钧

窑址标本中,以北宋末年金代早期的钧瓷釉质最

为精良、造型较为规整,部分产品采取裹足支烧;

釉流动性不强,釉色淡雅匀净,釉薄处呈现出淡淡

的粉红色,釉色主要以天青居多,也有天蓝、月白、

米黄、葱青等,带红斑彩的不多,但紫红釉色秀美

娇艳。 器物标本施釉厚薄适宜,所见瓷片粘足、流

釉的极少。 北宋末年标本发现有内施天青釉、外

施浅淡紫红釉器物,与大多传世陈设类瓷器施釉

方式相同,或开钧窑陈设类瓷器烧制工艺之先

河[５]。 尽管带红斑彩的器物不多,但少数器物倒

有大片红彩,几乎布满器表,紫红色浅淡,与天青

底釉很好地融合。 这一时期钧瓷品种丰富多样,

有碗、盘、钵、盒、执壶、盏托、香炉、连座瓶、盆、碟

等,大多施满釉,有的甚至施过足釉,足上以涂褐

色护胎薄汁居多。 胎质细密紧致,呈现灰黑色,因

而能做到葱青肥厚、胎薄釉浓、光彩夺目的效果。

精良的上等品多为一钵一器、以支钉架烧而成;罗

汉碗、双系罐等少数品种摞烧和套烧。

金代后期到元代,禹州古窑址增多,遍布禹

州西部山区,但是此阶段钧瓷工艺粗制滥造,轮

制产品不规范,碗、盘、罐、碟圈足大多旋为直足,

指痕、刀痕不同程度遗留在胎体上,未加任何修

饰;施釉不均匀,釉色有月白、天蓝等,天青极为

罕见;残器标本薄釉露底且能看到胎上的刀痕和

轮指;厚釉则过度肥厚,釉流下垂聚处呈现出

“蜡泪”效果。 釉质较粗糙,烧成后大多具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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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和棕眼。 红斑不够鲜艳,且比较生硬,大多是

由于烧成温度低而引起的。 器物多为大件物,多

有变形,器外多施半截釉,内心则露胎。 元代钧

瓷烧造繁盛起来,器物大而厚重,主要器物有碗、

盘、瓶、罐、香炉、盆、枕等,最有特点是带贴塑的

花口连座瓶、贴花大香炉、梅瓶和四系瓶等。 此

一时期,器物的钧釉变厚,釉流动性较强,釉色变

化更加丰富,较多出现月白色釉,还有紫蓝、褐绿

等釉色,窑变意象更为突出。 施满釉器物很少

见,带红斑彩器物增多。

２０１１ 年 ９－１２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对禹西的鸠山镇闵庄古窑

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元末到明初时期钧釉瓷

器具生产经历胎质由粗糙到精细、釉色由流动性

强到匀称光润的过程;同时还在明初地层发掘出

一些内壁施以天青釉、外壁满施紫红色釉的钧瓷

碎片,与钧官窑花器施釉方式类似,说明明初禹

州钧窑有着极高的生产技术[６]。

禹州钧瓷文化圈位处颍汝河流域或者说环嵩

钧瓷文化圈的核心地带,都是北宋末年到金元时

期早期钧瓷核心生产区。 有学者结合古窑址考古

调查、墓葬、窖藏和仿钧器四个角度对早期钧瓷窑

场的区域性进行分析探讨,推断早期钧瓷流行时

代为金晚期,即大定(１１６１ 年 １０ 月至 １１８９ 年 １

月)晚期到三峰山(１２３２ 年)之战这 ４０ 余年的时

间;蒙古时期钧瓷整体特征较元代有别,与早期钧

瓷更加接近。 金元时期钧瓷工艺逐渐粗糙[７],并

越出颍汝流域向周边传播。

２)颍河中上游地区登封窑群的钧瓷烧造

从禹州钧瓷文化圈核心区往西北是登封窑。

登封窑位于今河南省登封市,属于下游与禹州古

窑遗址紧邻的颍河上游山区,古代长期受辖于洛

阳。 登封窑主要是烧制白瓷,兼烧钧瓷、黑釉瓷、

三彩陶器,以釉珍珠地划花最具特色。 金元时期,

登封窑钧瓷烧造繁盛,５０ 多处古窑遗址都烧造钧

瓷,主要分布于登封南半部的颍河两岸及其支流

上,毗邻汝州大峪店东沟遗址与禹州鸠山遗址,形

成一处庞大的钧瓷窑遗址群,元末明初逐渐衰落,

但在明末清初时仍有烧造。 从登封窑钧瓷工艺上

看,登封窑的产品兼具钧窑和汝窑的特征,即所谓

“钧汝不分”。 赵会军认为,从登封、汝州、禹州三

县交界的登封白坪、禹州鸠山、汝州大峪店遗址出

土的北宋时期青瓷标本不难发现,釉色大都以豆

青、天青、天蓝、月白为主,没有多大差别,印证了

“钧汝不分”或“钧汝同源”的观点。 只是后来随

着时间演进以及工艺技术的变革、供给对象的需

求等因素,造成钧瓷与汝瓷的分家[８]。

２.１.２　 汝河流域钧瓷文化圈的历史演变

汝河流域是北宋末年到金元时期主要钧瓷

生产区域,也是环嵩山钧瓷文化圈主要组成部

分;而且,作为钧瓷文化圈核心之核心的禹州地

区钧瓷烧造也横跨环嵩的颍河、汝河流域,无可

绝然划割。

禹州钧瓷文化圈西南神垕镇产区属于汝河

流域,禹州钧瓷文化圈向西和西南的汝州窑大峪

店东沟窑、严和店窑遗址、张公巷窑,郏县黄道

窑,宝丰清凉寺窑,鲁山段店窑从北宋末年到金

元时期都是早期钧瓷重要窑场。 在宋金元时期

尤其是元代,钧瓷烧造技艺从颍汝之间,沿着嵩

山东南、东北、北部向北传播,形成大致的环嵩钧

瓷窑系。 从调查的北方各地钧瓷烧造的时代上

看,除禹州、汝州出现早期钧窑遗址外,其他各地

均以元代遗址最多。

１)郏县窑的钧瓷烧造

郏县窑东临禹州神垕钧瓷产区,创烧于隋唐

时期,元代衰败,主要烧制花釉瓷、白瓷、青瓷和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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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等。 郏县窑中烧造钧瓷者以黄道窑最为盛名。

１９５０ 年,古陶瓷学家陈万里曾调查临汝县

(１９８８ 年改为“汝州市”)汝窑遗址、郏县黄道窑

与禹县钧窑遗址,认为钧窑的兴盛是与汝窑的衰

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在汝窑衰落之后制瓷

中心由汝州转移至禹州,这种与汝瓷截然不同的

青瓷器———钧瓷的影响逐渐扩大[９]。 金元时期

是钧瓷烧造的黄金时期[１０]。 根据笔者调查,在

郏县窑址中也发现不少金元时期的碗、盘等钧瓷

残片,与附近禹州神垕刘庄窑、磨街尚沟窑从器

型、釉色等工艺上很接近[１１]。

２)宝丰清凉寺窑的钧瓷发现

从郏县窑再往西南,“汝官窑”窑址于 １９８０ 年

代中后期在河南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被发现,此

窑址在北宋时期受辖于汝州,自 １９８７ 年迄今已经

进行 １０ 余次考古发掘。 考古学者认为,清凉寺汝

官窑停烧时间不晚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北宋

灭亡,汝官瓷停产,但是清凉寺窑址的其他窑区还

在生产,并且产出数量极大,以印花青瓷为主,后

来也生产大量白地黑花瓷和钧瓷,完全沦为一个

民窑性质的窑场。 清凉寺窑生产持续到元代末

年。 由此考古发掘者认为,清凉寺汝官瓷烧造地

的钧瓷烧造至少要晚于禹州神垕刘庄等窑址的钧

釉生产[１２]。 但是秦大树等认为,北宋末期的徽、

钦二朝时期(１１０１—１１２７ 年)钧瓷始烧,早期钧瓷

天青釉与汝瓷相似性极高,被当作汝瓷的可能性

极大,但“汝停钧继”是缺乏考古学支持的,钧窑

是北宋末期兴起的一个以生产高档瓷器为主的窑

场,部分产品仿制汝窑,但自己生产的青釉、铜红

釉瓷也极富特色,其在早期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与

天青釉汝瓷并行生产的[５]。

３)汝州辖区的钧瓷生产

禹州产区正西,汝州地区古窑遗址遍布,著

名青瓷古窑址有市区的张公巷窑、紧邻禹州的大

峪店东沟窑和严和店窑遗址。 这一辖区的青瓷

窑址大多烧制钧瓷,一般始烧并兴盛于北宋后

期,延续到金代,终于元代。 烧制的青瓷也有

“钧汝不分”之说,同时也与耀州窑青瓷大有相

似之处。 东沟窑位于汝州窑东北隅,烧造时间不

早于金代初年,且距离禹州钧窑古窑址最近。 东

沟窑所烧青瓷既具有汝窑特征又具有钧窑特色,

里外施满釉,裹足支烧;器形以盒、罐、盏、盘、碗、

枕、碟、注壶、盆、洗、炉、盏托和器盖为主,与禹州

神垕瓷区金元时期烧造风格相近[１３]。 汝州严和

店窑遗址曾经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进行过考

古发掘,发现少量早期钧瓷残片,还发现钧瓷红

斑技术,甚至有学者认为汝州辖区的严和店窑是

早期钧瓷产地之一,而且还是钧瓷铜红斑技术的

发源地,然后才传播到豫西地区[１４]。 考古工作

者因此认为,东沟窑窑址发掘出土的介乎汝瓷、

钧瓷之间的青瓷,属于汝钧的过渡阶段,是钧窑

继汝而起的直接证据[１３]。

４)鲁山段店窑的钧瓷烧制

自宝丰、汝州再向西南即是著名的鲁山段店

窑,北宋时也属汝州,金、元因之。 段店窑址北距

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 ２５ 公里,始烧于隋唐,终于

元明。 段店窑址发现有青瓷、花釉瓷、钧瓷、三

彩、绞胎、白瓷、汝瓷、白地黑彩、天目、绞釉、酱

釉、黑瓷等,以唐代花瓷烧造影响最大[１５]。 段店

窑烧造的钧瓷,器形多为盘、碗,釉色以天青、天

蓝为主,也有支钉烧造,金元时期钧瓷烧造比较

盛行。 赵青云等甚至认为,鲁山段店窑与清凉寺

窑有着直接的联系,是汝窑的先行者[１６]。

总而言之,从北宋末年兴起,到金元时期繁

盛,汝河、颍河流域环嵩地区是钧瓷主要烧造产

地,形成钧瓷文化圈的核心地带,并在金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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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豫西、豫北快速扩张。

２.１.３　 环嵩钧瓷文化圈的形成和演化

实际上,禹州,登封,平顶山市的郏县、宝丰、

汝州,鲁山,现在洛阳市的宜阳县、新安县,以及

郑州的巩义市,理论上都凭依嵩山地质地理运动

造成的独特矿藏、水资源,大约于北宋末年、金元

时期烧造出具有传统意义的铁系钧瓷青蓝釉和

蓝钧红斑或红彩。 北宋王朝覆灭之后,女真人创

建的金朝几乎将淮河以北的河南、河北等地区纳

入统治范围;元朝统一后,发源于颍汝领域的钧

瓷工艺,进一步向嵩山西北和北部延伸,主要是

新安窑、宜阳窑,由此形成钧瓷文化圈核心圈层

的闭环。

１)宜阳窑和新安窑的钧瓷生产

汝州以西的汝阳、宜阳等地古代都有钧瓷烧

造。 宜阳窑为宋、金时期瓷窑,其时窑场以烧青

釉瓷器为主,兼烧白釉、白釉黑花及黑釉等品种,

以碗为大宗,青釉标本有光素及印花、划花、刻划

花等装饰,造型纹饰风格与宝丰、临汝、内乡、鲁

山、登封等窑同类器物类似。 这种青釉瓷在汝州

地区属于“临汝窑”青瓷,在禹州辖区则名之为

豆青釉类钧瓷。

新安窑位于河南省西部洛阳地区的新安县伏

牛山的东麓,南邻宜阳,北濒黄河,东边与洛阳接

壤,宋元时期发现 ２０ 多处瓷窑址烧制钧瓷,这些

窑址主要分布在城关窑、北冶窑、滩子沟窑、甘泉

窑等,同时也生产影青、白地黑花、剔花、珍珠地刻

花、宋加彩、绞釉、天目瓷器等品种。 钧瓷器型有

盘、碗、钵、罐、瓶等。 元代时期新安窑钧瓷生产比

较兴盛,釉色以天蓝居多,天青次之,豆青极少,还

有带红斑彩的残器,红紫相映,是新安窑元钧中的

精品,但与颍汝流域的钧瓷质地相比大为逊色。

元代之后,新安窑大多数窑场停烧造,走向衰落。

新安窑是元代烧制钧瓷的重要窑口之一[１７]。

２)南阳邓窑的钧瓷烧造

邓窑也叫内乡窑,因宋代属邓州,故称邓窑。

邓窑位于河南省内乡县城区南 ２５ 公里处的岞岖

乡大窑店村一带,以大窑店为中心,北至土槽沟,

南经店坊、水沟、白扬至王沟村等。 邓窑创烧于

唐代后期,主要烧黑釉和花瓷;北宋时期以青瓷

烧制为主,兼烧黑瓷、白瓷和宋三彩等,延及金元

时期,生产品种有盆、碗、盘、罐、碟、灯等日常生

活用具[１７]。 宋金元时期,邓窑以烧造青瓷为主,

青瓷多为青绿色,与颍汝河领域青瓷有所差异。

不过,南阳邓窑至今未有正式考古发掘,除辖区

内淅川沉船发现钧瓷洗和南召窖藏钧瓷,截至目

前为止在窑址内采集的钧瓷标本公开的很少,对

于邓窑宋金元时期烧造钧瓷情况所知并不多。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有地方文物工作者在邓窑遗址

搜集到一件有刻“窑司” [１８] 二字的瓷片标本,显

示北宋政府可能曾在此设立主管窑务的窑司对

邓窑监烧。

１９９２ 年,河南省淅川县城关西门外丹江水库

发现 ７７ 件沉船青瓷和钧瓷,大部分为盘、碗、洗等

生活用品。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南阳南召县城郊乡董店

村高庄组村发现一处钧瓷窖藏,大约 １００ 余件,较

为完整的有 ５８ 件,器型有菊瓣花口大碗、红彩折

沿盘、裹足支烧大盘、鸡心大碗、敛口浅腹盘等,釉

色以灰青色为主、天蓝釉次之,带红斑彩器仅有一

件。 研究者认为这些沉船钧瓷和窖藏钧瓷可能产

于金代晚期的邓窑或禹州窑[１９]。

２.２　 太行山东西两麓次生钧瓷文化圈的形成和

历史演化

　 　 古代窑址调查显示,现今漳河以南再向南,

京汉铁路以西及至黄河以北安阳淇县西乡、汤

阴,鹤壁鹤山区鹤壁集窑址,新乡辉县、获嘉,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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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修武、沁阳等地豫西北庞大的窑场在金元时期

大都烧制钧瓷[２０－２１]。 实际上,这里所指的还是

太行山东麓一线北上的陶瓷脉系,向北到河北磁

县、曲阳及内蒙古赤峰一线的太行山南麓、东麓

及北麓,太行山系西麓山西晋城、浑源等,依托这

一地区丰富陶瓷资源,进一步拓展并延续庞大的

北方钧窑系[２２]。

考古发现,从河北邢台的临城、内丘,邯郸的

磁县、峰峰矿区一直到豫北安阳、林州、鹤壁、辉

县、焦作、修武一带的整个太行山东麓地区,从北

朝晚期烧造青瓷逐渐发展为以烧造白瓷为主。

北朝至隋代的贾壁村、临水窑和相州窑(也称安

阳窑)的青瓷,唐代临城、内丘邢窑,以及焦作、

安阳、鹤壁等地生产的白瓷,到宋元两个区域的

白地黑花磁州窑系的发展,都并行不悖。 金元时

期,这些豫北及河北磁县等窑场都有烧制钧瓷

器,当是其时政治一体化时期环嵩钧瓷文化圈钧

瓷匠师北移或钧瓷技术北传的后果[２３]。 由此,

在太行山南麓、东麓的豫北、冀南直上北京、内蒙

古一线,与山西自南向北金元时期的窑场,形成

次生钧瓷文化圈圈层结构,推动钧瓷工艺技术的

北扩。

２.２.１　 豫北地区金元时期的钧瓷生产

考古调查显示,金代后期,钧瓷技术从战乱

频仍的环嵩钧瓷文化圈向北传布,形成太行山南

麓、东麓庞大钧瓷生产文化带,直达北京甚至内

蒙古地区的窑场;甚至于山西高原的自南至北的

窑场在金元时期都有钧瓷生产的遗迹。

１)修武当阳峪窑的钧瓷烧造

当阳峪窑中心窑场位于河南省修武县西村

乡当阳峪村,是古代河内、修武二县沿太行山南

麓诸多窑址的代表性钧瓷窑场。 广义的当阳峪

窑是指当阳峪窑及生产相同类型产品并且同位

于太行山南麓的所有窑场,是宋金元时期陶瓷品

种丰富的大规模窑场。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度对当阳峪窑址

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宋代、金代和元代堆积层,

细白瓷、三彩和酱釉瓷主要出土于宋代堆积层,

金元堆积层以粗白瓷和白地黑花瓷为主,钧瓷主

要出土于元代堆积层。 钧瓷器型主要有碗、瓶、

钵、盘、洗、盆等器皿类。 钧瓷釉色极为丰富,有

天青、豆青、粉青、豆绿、豆红、钧蓝、钧紫、深紫

等。 钧釉在当阳峪窑多数窑址烧造,显然受到颍

汝一带钧瓷窑口的影响,是元代时期一个重要的

钧瓷烧制窑场,烧造范围很大[２４]。

２)鹤壁窑金元时期的钧瓷生产

位于今鹤壁市鹤山区的鹤壁窑或鹤壁集窑,

始烧于唐,历宋、金而终于元代。 唐代时期鹤壁

窑以烧制白瓷、黄瓷、黑釉瓷为主,宋金时期以烧

制白地黑花瓷为主,兼烧红绿彩瓷。 金元时期的

鹤壁窑址出土大量钧瓷釉产品,主要有碗、盘、

瓶、罐、盒、钵等品种。

１９６０ 年代出版的«中国的瓷器»一书也认

为,鹤壁窑烧制钧瓷应该始于金代[２５],但元代是

鹤壁窑址生产钧瓷的高峰。 １９７８ 年鹤壁窑址发

掘发现,与红绿彩瓷器同处于一个地层的钧瓷瓷

片,数量不多,可能该窑址金朝钧瓷还属于烧制

初期。 鹤壁窑出土的钧瓷多为碗、盘等生活用

品;胎色多呈灰色或浅灰色,质地细腻坚致;釉色

有天蓝、天青、豆青等,釉质均匀细润,釉的流动

性不强,釉面光亮,但不见有带紫红彩斑的,内壁

挂釉,外壁施釉到器足根,并在足心内施釉,制作

规整,修坯讲究,有别于元钧的草率和粗糙[２６]。

元代鹤壁窑烧造钧瓷范围遍及羑河、汤河、

淇河等 ５０ 余处窑址,甚至出现众多专烧钧瓷的

窑址。 根据历次发掘,元代文化层叠压在金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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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层之上,地层堆积较厚,为窑址中最晚的文化

层。 元代钧釉瓷器多呈天蓝、月白、青绿、米黄、

蟹青等色,也有蓝钧带紫红斑的。 元代鹤壁窑钧

瓷产量远远超过金代,器型也明显增多,常见器

型有碗、盘、钵、盏、器盖、炉、瓶、罐等[２７]。 元代

末鹤壁窑钧瓷烧造逐渐没落。

３)安阳窑的钧瓷生产发现

安阳古属«禹贡»冀州之域,夏为西河地,殷

商为国都之地,西周属卫,春秋属晋,战国时为魏

国邺县地,始称安阳。 公元前 ２２１ 年,秦朝建立,

实行郡县制,安阳首次设县,北魏始置相州,东魏

迁都于邺。 从战国时起,安阳前后做过曹魏、后

赵、东魏、北齐等的国都。 安阳(相州)长期作为

州、郡、府的治所所在地,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瓷业中心。 安阳

窑遗址地处今河南安阳北郊安阳桥洹河南岸,隋

唐时期安阳窑是当时北方最大的青瓷窑场,与南

边的鹤壁集窑连成一片,这个地区也是北齐时期

白瓷的重要发源地,突出磁州窑风格。

安阳窑调查发现的金元钧瓷标本有碗、碟、

洗、盘、瓶、炉、罐等,以碗居多;釉色包括天蓝色、

月白色、天青色等,部分还带有紫红斑彩。 元钧

瓷胎较笨重,釉不到底;器形有碗、碟、罐、盘等;

釉色以天蓝、浅蓝、灰蓝为主,还有豆青、茄皮

紫等[２８]。

２.２.２　 河北、山西及其以北地区金元时期钧瓷

的生产

１)太行山东麓北线的古代钧瓷生产

河北邯郸地区在历史上无论经济、文化还

是政治与豫北安阳地区带有很大的同一性。

漳河流域最著名的就是邯郸磁县、峰峰矿区的

磁州窑场,沿漳河两岸伸延,唐宋以来遍布窑

场。 磁县观台镇是磁州窑中心窑场,这个地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前还受辖于安阳地区,是白

地黑花磁州窑烧造的中心区,元代时期也烧制

钧瓷,主要为碗类生活用器,釉色以天蓝釉为

主。 考古调查显示,从邯郸以北,多沿太行山

脉东麓与华北平原过渡的山水间,沿线金元时

期河北邢窑、定窑产区大都烧制钧瓷,元代是

钧瓷烧造的高峰期[２２]。

１９８１ 年北京市文物部门曾对北京市区西南

７０ 公里的房山县河北公社磁家务村实地调查,

采集到钧釉瓷片标本。 考古人员推断,此窑址应

始烧于辽,金代有较大发展,元代停烧。 采集到

的钧釉瓷片胎质较粗,呈土黄色,釉色内呈天蓝

色,外呈浅紫色。 窑场中采集到熔釉块(釉料),

发色为黑色、天蓝色、孔雀蓝色、孔雀绿色四种颜

色;采集到的坩埚(残块)由耐火黏土制成,胎呈

灰黑色,内均装有熔炼过的色釉熔块。 坩埚内凝

固的釉料颜色有天蓝色、月白色、孔雀绿色、孔雀

蓝色和黑色,经清华大学化学系应用光谱分析,

釉料中黑色釉的主要成分是铁,其他四种主要成

分是铜、铅、铁和铬。 经当时的北京良乡陶瓷厂

试验,将这种釉料施于现有瓷胎上,在 １ ２５０ ℃

温度试烧,釉色呈现出天蓝色,与元钧中的天蓝

釉相似,说明磁家务出土的钧釉瓷片为当地烧

造[２９]。 可见,以前把北京地区出土的元代钧瓷

均划入河南钧窑产品是不完全确切的[３０]。 北京

良乡窖藏出土 １２ 件钧釉盘和 １ 件钧釉罐,与河

南禹州钧釉产品相比显然不同,很可能为磁家务

窑元代烧造[３１]。

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北上,至内蒙古赤峰

缸瓦窑,元代也曾经烧制钧瓷,与山西地区的金

元钧瓷生产一起构成范围广大的北方次生钧瓷

文化圈。

２)山西地区古代窑址的钧瓷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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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时期,沿太行山东麓、南麓的河南、河北

名窑工艺技术自太行山的陉峡进入山西高原窑

场,金元时期大量烧制钧瓷,但是烧制的钧瓷质

地相对都比较低。

首先是位处晋东南地区长治市浊漳南源的

八义窑,历经宋、金、元、明四朝,主要生产白瓷、

白地黑花瓷、黑釉瓷和绞胎瓷,金代还烧制红绿

彩瓷。 受相邻的河南安阳窑、鹤壁窑影响,八义

窑也烧制少量的钧瓷,主要是生活用碗类,釉色

主调为灰青色,红色较暗,没有发现明亮美丽的

红斑,整体品质不及河南钧釉产品[３２]。 元代晋

城古窑址生产钧瓷增多,甚至以钧瓷烧造为主,

大都是碗、盘生活用瓷。 釉色有天蓝、天青、青褐

色、黄褐色等多种。 胎质坚硬,有黄白、土黄、灰

等几种胎色。 圈足修整规矩,底有鸡心点。 施釉

多不及底。 匣钵主要为漏斗型[３３]。

其次,晋北地区烧制钧釉产品的主要窑口是

浑源窑,位于山西大同浑源县城南约 ８ 公里处,

有大瓷窑、青瓷窑、界庄等古瓷窑,绵延约 ５ 公

里,为山西境内规模较大的一处古窑址,从唐代

延续到元代,可能从金代后期开始烧制钧釉产

品,钧瓷烧造高峰期在元代[３４]。

１９７７ 年,故宫博物院古陶瓷学家冯先铭等

在山西省浑源县城南 １５ 公里的青磁窑发现有烧

制钧釉产品。 青磁窑的钧瓷标本以碗为主,施釉

较厚,以天蓝釉居多,外部露胎处呈酱色护胎釉,

具有典型的雁北地区特色,可能是元代烧造。 与

豫冀窑口所烧钧瓷产品迥然不同,青磁窑所烧钧

瓷为金元时期产品,更可能是元代烧造的钧瓷。

冯先铭因此认为大同冯道真墓出土的露胎黑酱

油钧瓷碗,当为浑源青磁窑独有的钧瓷产品[３４]。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雁北

考古组在雁北地区对浑源县界庄窑展开调查,界

庄窑隋唐以来烧造白瓷、青瓷和黄釉瓷;辽金时

期烧造白地黑花、黑釉瓷,并仿烧定窑细白瓷;可

能从金代开始烧造钧瓷,属于在辽瓷范围烧造钧

瓷,以元代为多。 从收集的 １７ 件钧瓷标本所见,

钧釉产品胎色有灰褐色、黄褐色、淡黄色、灰色

等,胎体厚度 ０.３~０.５ 厘米不等;釉面光亮,釉层

相对比较薄,０.１ ~ ０.６ 厘米不等,釉色呈天蓝色、

灰青色等[３５]。

综之,至元代,发源于颍汝流域的钧瓷工艺

技术进一步向豫西地区传布,豫西地区烧造钧瓷

的窑址分布密集。 同时,钧瓷烧造推延及豫北、

河北、山西、北京和内蒙古地区,甚至部分窑场以

钧釉瓷器为主要产品;部分只是兼烧钧釉瓷器,

由核心至次生至边缘,从而形成庞大的北方钧瓷

文化圈。

２.３　 南方边缘钧瓷文化圈的历史演化

明清时期,钧窑在历史名窑中的地位逐渐提

升,广东石湾的广钧、江苏宜兴的宜钧和景德镇

的仿钧成就斐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原钧窑

制瓷工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本地陶瓷原料、生

产水平、社会环境以及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当地工匠仿钧以发挥钧瓷窑变釉面装饰、“官

钧”器型为目的,结合本地实际,形成各自的仿

钧特色[３６]。 南方仿钧尽管从工艺本质上与核心

圈层颍汝流域的标准钧瓷大相径庭,但是在明清

陶瓷史记述中都是中原原产地钧瓷的衍生品,由

此形成钧瓷文化圈的边缘圈层。

２０ 世纪初到 ８０ 年代,日本、韩国曾有陶艺

家仿烧钧瓷铜红釉产品。 我国台湾地区陶瓷界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一直对钧瓷仿烧情有独

钟,大多陶艺家 都 曾 烧 制 过 钧 瓷 铜 红 釉 产

品[３７－３８],是钧瓷文化圈的边缘圈层在新时代的

进一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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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　 陶质宜钧对中原钧瓷釉色的仿烧

宜钧是江苏宜兴窑烧造的一种钧釉陶器,是

当地“均陶”(也作“钧陶”)①之一种。 钧陶素以

形制端重、釉彩绚丽、品种多样著称。 宜钧(或

紫砂上挂釉)创烧于明代万历年间,由制壶名家

“欧正春”创造,发展于清代雍乾年间。 甚至有

论者认为,明清时期宜钧也曾进献作宫廷用品,

是其时贵族、大臣、文人相争的器物。 宜钧的釉

色以灰蓝釉最为珍贵,这种釉色在灰黑与蓝绿之

间,深艳光亮,灰中有蓝晕;另外还有天青、天蓝、

月白、翠绿、乌黑等诸色。 宜钧胎体由于是紫砂

泥,多属松砂,所以较为轻薄松脆,一般器物外施

满釉。 宜钧器由于釉汁掩盖了紫砂固有的天然

肌理和质朴古雅的艺术本色,在明末清初风行一

阵,但是因为工艺要求复杂制作成本高,很快便

衰落了[３９]。

黄显求等研究发现,明清宜钧釉色深暗,有

海参棕色、茄皮紫色等,釉面上有许多乳浊的斑

点,或成兔丝纹、蚯蚓走泥纹,或成大片的云雾状

斑块,在斑点的外围形成天蓝的乳光色彩,真正

的古代宜钧很不易得[４０]。 中原钧瓷以乳光和窑

变现象构成其独特艺术美感,宜钧在仿烧钧瓷的

过程中既秉承了钧瓷原有的特点,又因地制宜地

发展了自己的特色[４１]。 吴隽等对清代几种主要

宜钧胎釉化学组成及呈色机理进行比较分析发

现,从釉的化学组成上看,中原钧瓷 ＣａＯ 含量大

约占 １０％;宜钧 ＣａＯ 含量约占 ２０％,清朝中期的

部分样品釉中 ＣａＯ 含量甚至在 ３０％以上;宜钧

釉中的铁、钛、铜等含量都高于中原钧瓷釉;中原

宋元钧瓷釉中含有一定量的锡、磷,而宜钧釉化

学组成中却缺失;宜钧釉中的 ＺｎＯ 含量为 ０.４９％

~２.４５％,而宋元钧瓷釉中则并不明显[４２]。 中原

钧瓷与宜钧硅铝比大致接近,但钧瓷的 ＳｉＯ２含量

要高于宜钧,也可能是钧瓷烧成温度高于宜钧的

一个主要特点,其乳光、分相机理由此可能存在

差异。 而且从烧成工艺上看,宜钧属于氧化气氛

烧制,而钧瓷属于还原气氛烧制。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代,宜兴陶瓷实践者在紫砂

制作技艺和宜钧传统釉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宜钧工艺技术。 “新宜钧”突破单一颜色釉的局

限,采用施底面多层釉的工艺,通过烧成过程产

生复杂多变的颜色和生动活泼的流纹,逐渐形成

更加独特的新时代宜钧美学风格。

２.３.２　 景德镇仿钧的成就和历史延续

一般而言,清代景德镇仿烧钧瓷分为窑变、

炉钧、仿钧三种。 高质且纯粹仿钧器物主要见于

雍正、乾隆两朝,部分器底加印“大清雍正年制”

和“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款。 窑变釉和炉

钧釉清代各朝都有烧造,且数量较多,但与真正

仿钧产品有别;不过,两者烧造方法与雍乾仿钧

基本相同,器底多加印六字三行篆款,书各朝年

号,同时窑变釉色和器底所施米汤釉色的变化呈

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是了解不同时期景德镇仿

钧特征的主要参照。 «南窑笔记»«景德镇陶录»

等书均有记述景德镇仿钧、窑变、炉钧釉瓷器的

釉料搭配及烧造方法,其胎土配方及胎色与景德

镇本地瓷器并无大的区别,都属于细白胎,这是

明清景德镇仿钧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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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方志记载,钧瓷原产地禹州,古称阳翟,金大定二十四年(１１８４ 年)改为钧州,明嘉靖神宗时期,因皇

帝朱翊钧,钧州改名为禹州;“钧窑”改称“均窑”。 宜兴釉陶古称“均陶”或“宜钧”,一说“宜钧”仿中原“均
窑”(后世也称“钧窑”);一说宜兴“均陶”和“宜钧”产地为宜兴均山地区。 古陶瓷界主流认为,无论“宜均”
还是“宜钧”,都是仿钧窑之一种。



罗学正曾撰文提出,宋中后期景德镇就曾出

现仿钧产品,可惜至今并未见到传世实物或出土

遗物,很难了解这类仿钧品的真实面目[４３]。 因

此,景德镇仿钧宋代说未获考古证实。

按照周丽丽的研究,明代宣德、成化年间景德

镇似乎已有官仿钧瓷传世,此后至清雍正期间再

无仿烧器物。 明清两代,特别是清早期乃至现代,

钧瓷为各地窑口竞相模仿。 而南方仿钧中,浙江

金华婺州等窑一度发现“类钧窑”釉色,但并无长

久延续,宜兴宜钧,景德镇炉钧、窑变釉及仿钧,包

括广东的“广钧”或“泥钧”,都是仿“官钧”基础上

的钧窑系衍生物。 然而,明清两代乃至南宋、元代

的南方仿钧制品,都未能逼真地表达“官钧”釉质

神韵,总会顾此失彼,露出破绽[４４]。

一如前述,宜钧出现乃至成熟烧造的同时,

景德镇御器厂也烧造出极似钧釉特征的仿钧、窑

变釉及炉钧釉。 旧供于北京报国寺的窑变观

音①,当是明代景德镇仿钧可考的最早代表性器

物[４５]。 关于景德镇仿钧,一种说法是仿钧始于

明宣德年间,另一说法认为仿自明成化年间,甚

至也干脆有人说“官钧”烧造在永乐宣德年间的

钧台窑。

清代早期景德镇御器厂仿制钧窑成就最大,

唐英②督陶仿品最佳。 雍正六年(１７２８ 年)十月

唐英奉旨监理陶务,抵景德镇厂署。 据«清档»

记载,为获得成功的钧窑仿品,雍正七年(１７２９

年), 即唐英督陶务的第二年,景德镇官窑接御

旨重新开始仿烧钧釉瓷器。 “三月,派厂署幕友

吴尧圃③远赴河南钧州,调查钧窑器釉料配制

法”。 唐英主持景德镇御窑厂时期,在考察河南

钧窑遗址的配方、借鉴宫廷旧藏传世器物的基础

上,终于仿烧成功。

在上述雍正朝仿烧创新钧瓷釉色中,还有一

种衍化自宜钧的景德镇炉钧釉。 «南窑笔记»

云:“炉钧一种,乃炉中所烧,颜色流淌中有红点

者为佳,青点次之。” [４６] 景德镇炉钧属于一种低

温颜色釉。 从传世品看,雍正时期的炉钧釉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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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伟:钧瓷文化圈:历史演化和理论反思

①报国寺观音记载始自孙国敉的«燕都游览志»。 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录有朱彝尊据«燕都游览志»
的记述:“(大慈仁寺)寺后毗卢阁甚高,望卢沟桥行骑历历可数。 阁下瓷观音高可尺余,宝冠绿帔,手捧一梵

字轮,相好美异。 僧云得之窑变,非人工也”。 «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六·寺观一»“报国慈仁寺”条记

云:“(寺)旧有毗卢阁,……阁内祀有观音,盖窑变也。 明神宗时,李太后崇礼大士,欲得一瓷相奉之,举念

间,景德镇窑中诸器化一庄严法像,绿衣披体,晏坐支颐,两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轮梵字,篆法宛然,献之阁

下,命供于寺。 今瓷观音奉于正殿之后,北向,龛座周镌高宗(即“清高宗”)御制«窑变观音像记»”。 报国寺

为辽金以来的旧制,入明因周后而与皇家有关,寺内供奉的佛像及法物尤其是皇家颁赐的东西一般应出自

服务于皇家的作坊。 窑变观音似为明代神宗朝御器厂烧造。
②唐英(１６８２—１７５６ 年),字隽公,一字叔子,晚号蜗寄老人,关东(今辽宁沈阳)人。 隶汉军正白旗,官

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 雍正六年(１７２８ 年)任驻景德镇御窑厂协理官。 乾隆年间先后调任淮安关、九江

关、粤海关监督。 任职淮安、九江期间,兼掌景德镇窑务,先后督陶二十余年。 其在景德镇督陶时亲自指挥,
讲究陶法,恤工慎帑,所督造之官窑史称“唐窑”,产品之精美为景瓷历史高峰。 所撰«陶务叙略»«陶成纪事

碑»和«陶冶图编次»,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文献。 唐英兴趣广泛,爱好文学,有诗文集«陶人心语»«陶人

心语续选»及戏曲集«古柏堂传奇»等传世。 并工于绘画、书法、篆刻。 «清史稿»有传。
③吴尧圃,名麟,安徽新安人(日本«陶瓷大系»称其为江西南昌人,实误),工山水画,善文,对陶瓷生产

有极深理解,是唐英仿钧生产方面的得力助手和知识分子出身的技术人员,关于其第一手资料目前尚未发

现。 但从其钧州之行到仿钧成功,在没有现代陶瓷科技设备的背景下不到一年即仿烧成功,可见其在陶瓷

技艺方面的才能。



圈状红点 (后世称“荤炉钧”);乾隆以后,青白

相间 (后世称“素炉钧”)。 景德镇炉钧烧造有

两大历史和技术渊源:一是明清时期景德镇御器

厂和御窑厂仿烧“官钧”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二

是宜兴“宜钧”的烧造技术渊源。

景德镇炉钧釉器盛行于雍正、乾隆时期,后朝

一直有烧造。 炉钧釉中掺有粉剂,因而釉厚不透

明,釉面开细小片纹,其结晶体呈深浅不一的红、

蓝、紫、绿、月白等色(如同铅釉器表面的反射光

泽),并熔融于一体,形成各种长短不同的垂流条

纹,或垂直或弯曲,或似山岚云气,与斑点交混一

起,布满器身。 其中灯笼尊、天球瓶、玉壶春、钵缸

等器物上斑片较大,如同五彩缤纷的孔雀尾羽一

样整齐美丽。 釉中的红色并不鲜艳,红中泛紫,似

刚成熟的高粱穗色,因此常被称为“高粱红”。 雍

正一代都保持这一特征。 乾隆初期虽有短暂持

续,但已逐渐蜕变为交织的蓝、绿、月白等色[４７]。

雍乾时期炉钧釉器大件器瓶、罐、缸等器物里外及

底部均施炉钧釉,这是一个很主要的特征①;景德

镇官窑炉钧有“雍正年制”四字隶书刻款。 乾隆

之后炉钧釉工艺渐趋滑落,乃至失传。 而且由于

工艺复杂,烧造难度大,成品率或精品率低,后朝

炉钧烧造数量有限;而且官窑炉钧基本限于皇帝

自身把玩,极少赏赐大臣。 乾隆之后,雍乾炉钧之

风采韵味不再。 宣统朝时炉钧釉存在官搭民窑现

象,如底款“江西瓷业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景德镇炉钧工艺技

术已经失传,一些景德镇瓷厂曾经尝试新仿炉钧

釉。 新时期以来,景德镇炉钧釉烧造渐趋式微。

景德镇、宜兴[４８] 本地瓷厂及一些陶瓷科研机构

曾经试图恢复炉钧烧造工艺②。 相对而言,现代

景德镇新仿炉钧釉与雍乾炉钧相比,还有不小差

距,而与雍乾之后炉钧相比尚算近似。

２.３.３　 广钧对中原钧瓷工艺的传承和创新

广东佛山石湾窑仿烧钧瓷器物,始盛于明

清,受宜兴、景德镇仿钧风气影响甚盛,被称为

“广钧”或“泥钧”。 广钧是中原传统钧瓷、宜钧

及景德镇炉钧、仿钧和窑变釉影响下的钧窑系新

品种。 在南方仿钧中,广东石湾窑仿钧时间最具

连续性,持续时间最长,至今仍然采用仿钧釉的

釉色,且颇有创新创造,兴盛不已。

宋至明初,北方大批窑工为避战乱南下,而

且广东沿海对外贸易需求激增,出口大量的陶瓷

器,推动了石湾窑业的快速发展。 明清两代,发

展起来的石湾窑遍仿北方名窑,创制出独具地方

特色的窑变釉,广钧是其中仿烧北方名窑之一

种,其中模仿禹州“官钧”的蓝釉、红釉、玫瑰紫

釉尤为著名,分别俗称 “钧蓝” “钧红” 和 “钧

紫”,历史文献上一般统称之为“广均” 或“广

钧”。 广钧以石湾当地陶泥为胎,施底釉和面

釉,并一次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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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炉钧釉底款款识,后世文献研究略有差异。 故宫博物院古陶瓷学者王光尧认为雍乾时期炉钧底

款款识,多加印为六字三行篆款并书各年号款,叶佩兰则认为炉钧釉官窑器均阴刻四字篆书本朝款。 不过,
就清代历朝传世炉钧釉器物来说,也有未具底款的,被统称为 １８ 世纪产品。

②其实,一直到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宜兴才初步恢复研制出失传的清朝乾隆年间盛产的炉钧釉釉色,是由当

时的宜兴市宝山工艺陶瓷厂科技人员研制成功。 按照当地报道,当时研制的炉钧釉以浅蓝色为主色调,晕
蓝中闪烁着点点星星,犹如蓝天之繁星。 当地还认为这种炉钧釉是一种“钧陶釉”。 由这种釉料加工烧制的

系列花盆与失传的清代产品完全相同,“使古陶釉重放异彩”。 从外在报道来看,这种新仿制的“炉钧釉”与
雍乾时期的炉钧釉大有差异。



有学者曾论证①,石湾仿钧最早可追溯到元

代[４９]８３－９１。 而黄静推证,石湾仿钧的最早历史还

是应该定在明代中叶较为科学,进而将石湾仿钧

史分为四大时期:第一阶段,明中期至清早期为

初创期。 这一时期以仿古器皿为主,主要有洗、

瓶、壶、盘、尊、三足炉等。 仿钧釉色以蓝、红为

主,并逐步发展成为石湾陶的传统特色品种。 第

二阶段,清中晚期为鼎盛期。 此一阶段器皿类仍

继续烧造,器型较前复杂多样,釉色较前期更趋

丰富,除钧蓝、钧红(俗称石榴红)外,还出现了

钧紫(俗称葡萄紫或玫瑰紫)、茄皮紫、山稔红等

釉色。 此一时期,陶塑制品成为石湾窑仿钧主流

产品,包括人物、动物、象生陶器等。 第三阶段,

晚清民国为低谷期。 此一时期由于广东政治动

荡、经济萧条,大批石湾陶艺工匠被迫转行或出

走港澳乃至国外,整个石湾陶业陷入低谷。 第四

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是创新

发展期。 此一时期石湾仿钧器型釉色创新性发

展,仿钧釉不断被运用于新器型[５０－５１]。

由此可见,广钧模仿主要源自禹州钧台窑的

“官钧”,也仿自宋元以来的中原民窑钧瓷。 与

中原“官钧”相比,广钧在器型、釉色、胎质胎色

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创新变异。 石湾窑仿钧是本

地技术与北方尤其是中原钧瓷技艺经验结合的

结果,在继承真钧窑变工艺传统的基础上丰富发

展,从器型、胎质胎色、釉料釉色整体层面看,创

造性地继承创新,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装饰的新内

容,而且民俗色彩和风格更趋突出,数百年间从

未中断,延续至今,成为了独具岭南地方特色的

陶苑奇葩[４９]９４。

石湾仿钧器的成功制作,使钧窑技艺在岭南

地区保存并发扬光大,继承创新,形成带有鲜明

地域风格并具连续性的仿钧体系,自明清至今数

百年不曾断产。 与江赣仿钧相比,宜钧主要盛行

于明代中晚期,晚期有欧窑,清代中期有葛氏兄

弟的葛窑,显得时断时续。 景德镇仿钧似乎记载

很早,但迨至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兴盛一时,后世

断断续续,已趋微弱。 在这个层面上,广钧的历

史意义就非同凡响。

２.３.４　 南方仿钧的文化路径

在南方钧窑系中,如果说景德镇仿钧侧重于

“瓷”,广钧和宜钧则都是在“陶”质胎体基础上的

仿钧,但广钧、宜钧有较景德镇仿钧更相似的仿烧

之处。 宜钧以明代欧氏开创的“欧窑”最为知名,

主要胎质原料源自太湖边上的红泥土,配用黄白

等黏土。 石湾仿钧利用本地红泥制胎,施以红色

釉质,制品也有与宜钧类似的茶具或文具,细巧精

致,与宜兴窑几可乱真。 宜钧和广钧外形、釉色一

旦相似,实际上已经很难区分。 民国许之衡②«饮

流斋说瓷»曾对广钧、宜钧做过相关区别:广钧以

青发蓝斑为最多,其他釉色近似于灰墨一类;宜钧

色泽较多,除青蓝外釉仿钧深紫者,又有芸豆、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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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维持的«广东石湾陶器»一书载,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香港举办的“石湾陶展”上,发现一件刻有“至正元

年”(１３４１ 年)底款的窑变釉象鼻大瓶。 张氏还以石湾«霍氏族谱»为佐证:“霍氏原籍山西,南宋前迁于广东

南雄,宋咸淳九年(１２７３ 年),再迁佛山石湾。”“霍氏三世祖原山公烧制瓦窑一座,土名萃岗村,窑名文灶,东
西俱十六丈七尺,南北俱二丈五尺。”而且,石湾«侯王庙碑记»也记载称一批宋末元初从北方迁移到广东石

湾的氏族。
②许之衡(１８７７—１９３５ 年)字守白。 广东番禺人。 １９０３ 年岁贡生。 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 历任北京大

学国文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一生对中国古典词曲声律颇有研究,亦擅刻印。
著有«中国音乐小史»«曲律易知»«守白词»«饮流斋说瓷»等。



皮等色,蓝斑不及广钧浓烈;广钧器底露胎较多,

宜钧器底露胎处甚少[５２]。 张维持认为,广钧器胎

多灰白色起褐点而质较粗,宜钧器胎是黑褐色而

较细;广钧釉色有经二度釉烧;广钧釉色只有一次

烧成,且广钧较之宜钧多现兔毫纹[４９]９４。

综之,石湾仿烧北方名窑,大多是那些胎骨

较厚、形制古朴者为多;对于那些瓷质洁白、胎骨

很薄、技术很高的北方陶瓷,石湾很难仿烧,即使

仿烧也仿烧不好。 这是广钧特质之一。 另外,尽

管石湾仿钧从胎骨外形和釉色上酷似,实际上从

本质上看,毕竟广钧还是陶器,同样器型釉色的

广钧较之真钧乃至景德镇仿钧都轻很多。 广钧

粘土质地不大纯粹,且烧成温度较之瓷器温度较

低,烧成的广钧胎骨质地不够坚致细密,广钧叩

之声响不够响亮;年代愈久,由于吸入水分太大,

声响愈加低沉,不及古钧清脆响亮。 这是广钧的

另外一个重要特质。

黄晓蕙比较研究发现,石湾仿钧釉色彩较钧

瓷更为丰富,除了蓝、红基础釉色外,翠毛蓝、三

稔花、雨洒蓝、虎皮斑釉产品均是广钧瓷器中的

名贵品种,石湾窑在仿钧釉过程中多有创新之

处。 王少宇指出,南方三地对中原钧瓷的仿烧均

经历了一个先模仿后创新、仿中有创的过程,三

地在传承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仿钧极大地提升

了本地陶瓷器的品质,同时也受到了本地陶瓷原

料、生产水平、社会环境以及民俗等方面的影响,

当地工匠以发挥钧瓷窑变釉面装饰为目的,结合

本地实际,形成各自仿钧特色[３６]。

３　 结束语:钧瓷文化圈历史演化的方法

论反思

　 　 历代以来,中原汉民族王朝一直面临和经受

着北方游牧民族王朝的军事冲击和政治压力,女

真族、蒙古族、满族甚至占领中原建政立国,这一

过程也总是伴随着文化的冲突、接纳、互动和交

融,作为日常生活用器的陶瓷更直接地面临着这

样的文化涵化过程。

北宋末年兴起于中原颍汝领域的钧釉瓷器,

以铁铜为着色剂,以乳光、分相和高温还原烧制为

主要特征,尤其铜红釉瓷器的发明创造使钧瓷一

度成为时人备受推崇和青睐的瓷种,在宋金时期

颍汝领域甚至环嵩窑场普遍烧造,很快形成钧瓷

文化圈的核心圈层。 １１２７ 年,随着金军攻破并占

领北宋都城开封,颍汝地区及环嵩地区成为金朝

管辖范围,此一地区的钧瓷工艺技术一方面随着

部分钧瓷、汝瓷工匠的南下,可能影响到浙江青瓷

工艺的提升,南宋及元代时期浙江龙泉工艺的大

幅提升与此不无关联;另一方面,颍汝地区位处宋

金拉锯战前沿,战乱频仍,部分钧瓷工匠向豫西、

豫北、山西、河北地区主动或被动迁移,甚至环嵩

钧瓷技艺在北京、内蒙古等更北方地区传播,金代

后期太行山两翼及燕山诸窑场钧瓷烧造突然兴

起,进入元代这些地区的钧瓷烧造进入高峰期,钧

瓷文化圈的次生圈层结构形成,也象征着整个中

国北方的钧瓷文化圈形成。 进入明代,在宋金时

期也许寂寂无名的钧瓷,因其幽蓝温润和铜红斑

彩工艺美学风格突然名声大起,南方江苏宜兴窑、

江西景德镇御窑厂及民窑、广东佛山石湾窑纷纷

仿烧,尽管其工艺本质、技术路线大相径庭,但其

釉色和器型的仿钧特质还是被古陶瓷界列为钧瓷

传统,由此形成钧瓷文化圈边缘圈层。 到 ２０ 世纪

初期,尤其是 ２０ 世纪下半期,随着古代钧瓷工艺

的科学研究,钧瓷技术数据逐渐公开,日本、韩国

甚至欧美陶瓷工厂和陶艺家工作室纷纷依据公开

的钧瓷胎釉料数据及呈色机理进行试烧,都颇有

成就。 我国台湾地区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降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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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绚丽多彩的钧瓷风,都是钧瓷文化圈跨越传

统边界的进一步扩张。

钧瓷文化圈的兴起和历史演化给予一般性

的陶瓷文化圈理论诸多理论启迪和方法论创新。

３.１　 验证“中心辐射”与“边缘创新”共存的陶

瓷文化圈现象

　 　 钧瓷文化圈从环嵩陶瓷文化圈核心圈层向

太行、燕山钧瓷文化圈次生圈层及南方宜钧、景

德镇仿钧、广钧以及台湾钧瓷等地区边缘圈层的

传布,验证了“陶瓷文化圈”的动态扩展性,揭示

钧瓷工艺技术传播过程中“中心辐射”与“边缘

创新”共存的陶瓷文化圈现象。 从工艺水平和

艺术水准而言,钧瓷工艺美学在核心圈层最佳,

金元时期在向次生圈层、边缘圈层传布过程中有

一种递减的趋势,即便如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厂

的仿钧,无论在器型还是釉色上都难望核心圈层

“官钧”之项背;而且随着 ２０ 世纪下半期以降中

心圈层禹州神垕镇钧瓷工艺美术新创造的大幅

提升,并从原产地神垕镇外传过程中,这种递减

趋势依然存在。 钧瓷文化圈边缘圈层的南方仿

钧表明,文化圈边界可跨越地理空间阻隔,通过

瓷业贸易、工匠流动甚至皇权安排形成跨区域

“跳跃性”关联。

３.２　 深化陶瓷文化圈理论技术分异维度的分析

框架研究

　 　 本质上,钧瓷是以乳光、分相、厚釉工艺、铁

铜元素高温还原烧制的一种独特瓷种,与南方的

宜钧、广钧甚至景德镇仿钧存在工艺技术上的本

质差异,尤其在窑炉结构(小型的馒头窑和龙

窑)、胎釉料结构、烧成制度上差异显著。 北方

钧瓷文化圈核心圈层、次生圈层的钧瓷器物,与

闽浙赣粤边缘圈层的仿钧存在工艺上的本质差

别。 换而言之,中原陶瓷文化圈与闽浙赣粤陶瓷

文化圈存在一种工艺本质上的分异,为中原陶瓷

文化圈与闽浙赣粤陶瓷文化圈的根本性差异提

供了一种技术维度的分析框架。

３.３　 推动中国陶瓷史研究方法论创新,深化中

国陶瓷史研究空间转向

　 　 钧瓷文化圈研究突破传统“窑系”“陶瓷区”

或“瓷区”研究的单一性或微观系统视角,强调

陶瓷文化的多圈层互动(如中心圈层或核心圈

层与次生文化圈层、边缘圈层的互动、中原陶瓷

文化圈与南方闽浙赣粤陶瓷文化圈的互动),强

调陶瓷工艺技术的“强势—弱势”结构的单向输

出性传播和技术创新、融合及互动。 进而显示,

陶瓷文化圈的形成和演化并非静止的封闭,而是

一种通过陶瓷工匠流动、贸易市场网络推动陶瓷

工艺传播不断重构的开放系统,深化并丰富中国

陶瓷史研究空间转向的新路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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